
 

数据交易所的双重属性及规则建构
侯利阳， 施文予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上海 200230）

摘   要：我国数据交易所采取公司制的市场主体定位，在数据流通市场中应符合竞争性的要求。在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数据交易所面临制度定位与功能定位的矛盾，引发对其场内交易

管理职权向场外不当扩张的担忧。为实现监管范式的转换，应当重新审视证券交易所监管制度的镜鉴

意义，将看门人理论引入我国数据交易所的中介交易市场，通过更明确的内部积极义务引导场内的数

据中介交易。数据交易所的内部积极义务应着力促进公平竞争并提升市场效益，安全有序地推动数据

市场的培育、扩大及统一。同时，数据交易所的消极义务应作为其外部规制的约束机制，并由监管部门

对义务落实情况与制度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通过构建看门人双重属性下的双层义务结构，

数据交易所可有效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加快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与价值化进程，实现制度设计

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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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全球数据交易市场的治理规则尚未统一，主要法域正通过规则制定争夺竞争优势。2022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

条》）确立了场内场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提出“数据交易场所与数据商功能分

离”（以下简称“所商分离”）。这区别于美国以数据商私主体为主导的市场路径，
①

成为我国面

向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作出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建设需与改革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数据交易所

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四部门于

2026年2月联合发布《关于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  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意见》。

此举标志着数据交易所建设进入“严控数量，适时开展整合优化”的阶段，为解决当前交易场所

面临的系统性难题指明了方向。

在理论层面，数据交易所的制度性困境已引发学界关注。早在各地数据交易所蓬勃发展之

际，有学者已指出，数据交易所主体在行政管理上“各自为政”
②

、在制度建设上缺乏“信任机

制”
③

、在市场秩序上出现“竞争乱象”
④

等问题。同时，另有学者依托数据交易所这一典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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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
①

法学领域
②

及不同部门法视角，对数据产权如何分置、
③

数据产权登记如何实现交

易、
④

数据交易后如何入表
⑤

与课税
⑥

等基础问题展开探讨。随着数据交易所进入机构优化阶

段，研究逐渐聚焦于数据交易市场行为规则的具体建构，其中市场主体定位问题成为研究焦

点。
⑦

然而，此问题错综复杂，难以仅凭横向比较予以解决。究其原因，现有规则多聚焦“所商分

离”建构，而数据交易所制度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交易向场内转移，
⑧

且数据要素市场是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亟须回归交易所模式的纵向视角，从制度演进路径中寻求系

统性解决方案。

具体而言，数据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与其社会功能定位之间存在掣肘，监管模式尚未明晰，

进而制约制度建设。我国数据交易所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而采用营利法人的架

构，
⑨

现行监管规则多借鉴地方金融交易场所“证监会+自律”分层监管
⑩

的模式。然而，数据交

易所在“所商分离”下被赋予了公共性与公益性的政策期待，在基本业务、交易对象及运行机制

方面，均显著区别于证券交易所，需要差异化的制度设计。据此，本文首先从法治视角剖析我

国数据交易所的制度界定，揭示其制度掣肘的现实根源；其次，引入市场竞争的法治思维，弥

合数据交易所的营利法人定位与公共功能之间的张力；最后，通过强化数据交易所内部积极义

务与外部规制的程序保障与底线约束，推进构建以统一大市场为导向的监管体系。

二、  数据交易所的基本属性与制度掣肘

我国数据交易所的初步制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证券交易所的模式，尤以“所商分

离”机制最为突出。实务界认为，证券市场的运作经验以及证券交易所与券商分离的制度安排，

为数据交易所提供了重要参考。
⑪

法学研究也表明，各地与数据交易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

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制度建构上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⑫

这强化了数据交易所坚持自律管理与行业特殊规制的监管特征，但

数据交易在基本业务、交易对象、职权范围上与证券交易所存在显著差异之处。因此，随着地

方实践与中央顶层设计协同推进、基础规则趋于统一，数据交易所有必要厘清其监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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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业务凸显私主体特性

数据交易所（Data Exchanges）是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而依法设立的集中交易场所与

综合服务平台，各国对其定义及制度定位存在差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14年将数据商

（data brokers）界定为以收集、分析和分享消费者个人信息及其衍生品为主要业务，用于营销产

品、验证个人身份或欺诈检测的公司，
①

核心关注焦点在于消费者隐私保护。2022年，欧盟《数

据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以“数据中介”为核心概念，规定不同场景下数据交易服务提

供者的相应义务，将数据中介服务定义为“旨在通过技术、法律等手段，在数据主体、数据持有

者和数据使用者之间建立以数据共享为目的的商业关系的服务，其中包括行使个人数据权

利”。该法与同年颁布的《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均体现了场景化治理。相比之下，我

国自提出数据交易所概念后，尚未明确其官方含义。从《数据二十条》提出场内场外交易结合

的二元路径看，数据交易所可被理解为相对于场外数据交易的制度化中介者。然而，这种自下

而上的制度路径与自上而下的法律界定缺位并存，使数据交易所法律属性模糊，进而制约监管

体系的科学建构。

为厘清数据交易所的性质，需先明确其业务的性质。通过检索相关省级文件，数据交易所

的业务可归纳为以下类型：一是规则制定与制度建设，涵盖交易规则、业务流程、登记结算规

则、风险控制与争议解决等内容；二是市场监督功能，例如，湖北省、福建省等地明确要求，数

据交易所对违法违规行为负有发现、制止、上报责任；
②

三是数据安全与信息保护，包括数据保

密与访问控制、保密审查及信息披露与报送义务。此外，其业务还包括价值评估与定价服务、

政策引导与鼓励进场、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等职能。这些业务类型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或准公共性

色彩，使数据交易所不仅成为一个撮合交易的中介场所，更肩负着推动市场规则形成与场内合

规监督的职能。这对数据交易所的规则制定能力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监管体系建构提出了更

高要求。然而，当前制度供给不足，难以有效支撑业务开展，导致业务实践困境与制度供给缺

乏之间形成负向循环，制约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当前数据交易所的业务实践尚未充分体现其基本职责。尤其在落实《数据二十条》

对国家级数据交易所的“公共属性与公益定位”期待上，数据交易所体系现阶段仍存在完善空

间。部分数据交易所已通过政策文件对业务类型与收费机制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初步区分营

利性与非营利性服务。以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为例，其业务被划分为入驻服务、交易过程性

支持、撮合交易的顾问服务及交付服务，其中，为鼓励市场主体进场交易而暂不收取入驻服务

费，其余服务则皆收取相应服务费。
③

此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市场属性的重视，但整体

业务结构的单一也暴露出制度设计中的结构性矛盾，即公益性不等于非营利性，若过度强调

“公益”而忽视市场化机制的激励功能，可能导致“有价无市”的虚假繁荣。截至2025年初，我国

已有60多家存续的数据交易场所，
④

部分地级市也相继建立区域性数据交易所，
⑤

但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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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在发布首笔交易案例后鲜有后续报道。
①

这一困境反映出，数据交易所的业务开展不仅

关乎数据交易方的实际效益与参与意愿，更涉及如何通过规则精细化来实现市场培育与规模

扩大目标的深层问题。

另一方面，数据交易所与数据商、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之间存在明显的业务混同。这一现

象反映出当前数据交易所核心业务与附加业务的边界模糊，以及在实现公司营利目标与发挥

基础设施制度作用之间的平衡困境。从制度目标看，数据交易所的核心业务应坚守公共性与公

益性导向，附加业务则涉及数据交易过程的其他兜底功能。例如，上海数据交易所明确以“推动

搭建安全、可信、可控、可追溯的数据交易环境，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为职责，除提供配套

设施、制定完善交易规则以及提供交易数据的发布与管理外，还包括宣传推广、培训、咨询等

市场培育服务。
②

但从实践运行看，数据交易所的业务边界正在扩展，逐渐向数据商和第三方

专业服务机构的功能靠拢。数据交易所的业务扩张虽然提升了交易便利性，但也造成了功能重

叠与角色混淆。这种业务混同不仅导致数据交易所的公共性被削弱，也使其作为市场基础设施

运营者与监管者的中立地位受到质疑，同时还可能会扭曲市场机制，挤压数据商与第三方机构

的发展空间。

诚然，当前数据交易所与场外数据商在业务上的部分重合，可被视作数据交易所培育数据

服务生态的阶段性成果。在推动数据要素化配置的初期，数据交易所通过提供一体化服务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数据交易的门槛，但当前数据交易所与场外数据商在功能与市场定位上已出

现同质化竞争。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数据作为交易客体，具有区别于传统商品的特殊

性。在传统商品交易所中，交易所主要提供交易撮合、定价、交付、监管等中立性服务，不直接

介入商品的生产、定价、营销，但数据交易所对交易的介入程度更高。这种角色的越位，使数据

交易所与场外数据商、数据服务商之间形成直接替代关系。因此，在借鉴既有交易所业务运营

规则的制度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数据交易的客体特点。

（二）交易客体更需公共性保障

一方面，数据作为交易所场内交易的客体，对数据交易所“撮合交易”这一基本业务提出更高要

求。数据交易所的商业模式属于交易中介，其经济合理性源于科斯的企业理论，即企业的形成在

于内化部分市场交易成本。
③

但仅凭交易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微观逻辑，尚不足以解释数据交

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为数据这一交易客体与证券、一般物品等权属边界清晰的标的之间存

在差异。在当前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的背景下，权属边界相对清晰的企业数据与公共数据才得以

进入场内流通，但学界对数据权属问题尚未形成定论，数据来源者与处理者的权利义务亦存在

争议。
④

在此情形下，数据中介难以像传统市场那样有效内化交易成本，反而会提高尽职调查、

责任分配、争议解决等方面的成本，导致其偏离活跃场内交易的初衷，逐步转向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

据安全法》）等数据安全法律体系为主的监管导向。就数据交易所的基本业务定位而言，这种

偏向改变了撮合机制的主要驱动力。撮合交易不再主要由交易双方的逐利动机驱动，而是依赖

于对交易安全与合规确定性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安全与合规通常意味着更高的审查强度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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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本。这在短期内会压缩交易收益、降低市场主体入场意愿，使数据交易所难以具备场外数

据商的低成本优势，需要政府基于整体风险治理“自上而下”推动入场交易，导致数据交易所制

度呈现更明显的公权力干预色彩。

另一方面，数据价值的脆弱性，使得数据交易所在挖掘交易需求与培育交易市场方面面临

更高的职责要求。数据在理想状态下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①

可复制且边际成本近乎为

零，因而价值更易受损。中介交易的制度初衷在于转移委托方的交易风险，这也是中介“有偿

性”的实质来源。
②

但不同于传统中介，数据标的价值的脆弱性意味着对交易标的的保护尤为

关键。此时，数据交易所若仅依赖中介合同中的保密义务，则难以提供真实有效的保障，也难

以达到鼓励主体进场交易的目的。与此同时，在存量经济竞争的背景下，数据事实上已成为推

动交易达成的关键客体，政策亦鼓励对可流通数据进行深加工。但现实中，主体加工意愿不

足，部分大型互联网企业将数据汇聚于自身平台，经有限整理或与业务中收集的数据结合，以

“自有数据”名义出售，且头部企业通过囤积数据与建立自有生态圈来实现数据闭环，更倾向于

将数据打包为数据产品或服务，对外供给以获取更高收益。
③

这也构成了数据交易所承担更多

需求挖掘功能的现实动因。为化解数据交易的“阿罗信息悖论”
④

，数据交易所需要明确的职责

界定。因此，数据交易所的职责不能仅限于对标《证券法》自律监管提出的“勤勉尽责”义务，更

需要关注其在市场运行中的特殊地位。

（三）双重属性引发职权扩张担忧

《数据二十条》提出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具体而言：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突

出其合规监管与基础服务功能，强化其公共属性与公益定位，旨在引导各类数据商进场交易；

区域性数据交易场所与行业性数据交易平台则主要致力于推动区域、行业维度的数据流通与

使用。这种分层架构服务于培育、扩大及统一市场的核心职能，使数据交易所职责的落实带有

公权力干预色彩。数据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会影响其职权范围，进而影响其社会功能的实现。例

如，我国《民法典》以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为基本分类。实践中，营利法人难以纯粹从事经营

性公益行为，而从事公益行为的个人与组织又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法人，这便形成了制度制约。
⑤

虽然交易所制度在立法沿革中已放松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限制，我国《证券法》也于2005年修

订后删除了对证券交易所是非营利法人的规定，但数据交易所市场私主体的定位，与顶层设计

中对其社会公共性的功能期待之间，仍需理论加以解释，否则易产生激励不相容问题。

一方面，数据交易所与场外数据商在组织形式上未形成明显区分，但数据交易所在中介市

场中具有制度性竞争优势。当前，我国数据交易所缺乏全国统一的专项牌照，主要凭各地方省

级政府的行政许可设立，致使其在制度约束上仍沿用普通营利法人的规范。不同于《期货交易

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期货交易所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数据交易所并未限制同业

经营，甚至在现阶段鼓励场外数据商进入场内交易，导致二者业务领域重合，在市场的需求关

系上产生替代性。同时，数据交易所依托国家制度建设，通常与地方政府存在密切联系，被普

遍视为官方设立的交易场所与基础设施，这种制度在理论上也被纳入公平竞争审查范畴。
⑥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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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对数据中介公平竞争问题的关注仍显不足。因此，这一问题也值得我国在制度

构建中予以重视。

另一方面，顶层设计为数据交易所提供了市场运行中准公共性职权的依据，但也引发了自

律性监管“公共性异化”
①

的担忧。如前所述，我国数据交易所缺乏自上而下的统一定义以及公

共管理职权的明确授权，各地方多根据实践与试点成效，允许数据交易所在一定范围内发布行

为指南与交易规范。
②

这种模式更接近于资本市场交易所的看门人机制
③

。当数据交易所市场

作为私主体兼具竞争者身份时，其自律式监管模式引发竞争法理论框架的重构，并受到全球执

法机构的高度关注，欧盟《数字市场法》确立的看门人制度便是典型回应。
④

这些实务界与理论

界的动向进一步表明，在数据要素市场中，一旦原本具有公共属性的“准政府”职能转由私主体

承担，即便制度设计目标得以推进，也难以回避对监管模式的追问：在此情境下，若仅依赖自

律式监管与行业规制，是否足以实现风险控制与秩序维护？

三、  监管范式的转向与看门人理论引入

数据交易所在制度定位上属于市场化私主体，但政策层面倾向于赋予其更强的自律监管

职权。这种私主体的市场定位与顶层设计所期待的社会公共性功能叠加，容易引发对监管职权

扩张的担忧。基于此，数据交易所的监管范式有必要从自律监管转向更具制度性的市场规制。

（一）“看门人”对数据交易所的适配性

鉴于数字经济中传统外部规制存在明显滞后性，数据交易所的规制重心应由事后监管转

向事前防范。因此，有必要重塑数据交易所的内部交易规则，明确其作为“看门人”的法定义

务。看门人理论源于第三方中介性组织的治理研究，由克拉克曼（Reinier H. Kraakman）最早提

出。早期，“看门人”指能够通过拒绝向不当行为者提供支持（withholding support）来阻止其不当

行为的第三方，体现为一种对交易流程的控制力。此时的“门”通常指交易中至关重要的专门商

品、服务或认证，
⑤

故看门人理论最早在资本市场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在资本市场中，审计

报告与法律意见对交易的达成至关重要，会计师与律师成为防止欺诈性证券交易的“看门人”。

技术进步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催生全球性规制变革，“看门人”的控制力亦依据其技术特征

而产生调整。在平台经济时期，“看门人”的交易控制力源于平台作为互联网经济基础设施的主

导地位，
⑥

这种权力集中也引发了对“赢者通吃”效应的市场担忧。
⑦

看门人理论的制度意义还在于，为私主体具有监管职权后如何构建其责任体系提供了基

本的制度思路。看门人责任（gatekeeper liability）最初是指通过赋予“看门人”法定义务，要求其

拒绝向违法行为提供关键支持，否则将对其施加民事或刑事制裁。
⑧

该责任经哈姆达尼（As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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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dani）进一步研究，被区分为两种类型，
①

为责任的精准设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竞争法领

域，最新的立法研究聚焦于平台作为自律式“看门人”与平台内商家之间的竞争关系。
②

美国的

看门人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新公用事业理论的思路。随着新布兰代斯学派提出“大的

即坏的”（Big is bad）的主张，该理论推动执法回归结构主义路径，由此获得了更多学理支持。相

比之下，欧盟则通过《数字市场法》的明确立法，直接将“看门人”纳入监管框架。
③

我国竞争法

学界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看门人制度持审慎态度，强调应立足于本国国情，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视

角出发作出理性制度选择。
④

针对网络平台治理，有学者亦关注到看门人制度在解决特定问题

时可设定特殊义务的制度价值，并据此提出了较为详尽的法律条文设计。
⑤

鉴于数据交易所作

为数据要素市场基础设施的核心地位，引入看门人制度以完善职责体系和监管框架不仅具有

现实必要性，也具备充分的制度可行性。

（二）“看门人”的积极与消极义务之区分

基于看门人理论在责任制定方面的既有研究，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划分是最直接、最基

础的义务分类维度。针对看门人主体责任的建构，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在克拉克曼类型化

“看门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看门人监管责任的制度设计。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传统的

直接监管方式面临挑战，可通过两种替代路径予以补充：一是借助中介机构来实现对个人行为

的监管，二是改进技术手段以提升识别、监管个人行为的效率。在责任承担范围的界定上，积

极义务指“看门人”需主动采取行动监控、过滤或阻止侵权行为，消极义务则指“看门人”仅需不

主动协助侵权，且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时才承担相应责任。
⑥

《数字市场法》在确立看门

人义务结构时，并未直接采用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二分法，而是通过条款设置区分了无需进

一步详细规定的义务与可以进一步细化的义务，典型如第5条与第6条。但无论属于哪一类，这

些义务都包含了“不得做某事”的禁止性义务以及“必须做某事”的命令性义务。
⑦

因此，基于全

球已有的立法实践，看门人义务也可在积极义务的“作为”与消极义务的“不作为”框架下加以

理解与分析。

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看门人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理论在

制度实践中的创新与发展。早期的看门人理论以禁止性消极义务为主、以命令性积极义务为

辅，这与哈姆达尼所指出的责任适用条件密切相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Grokster案
⑧

是美国早期

体现看门人义务责任承担的典型案件，探讨了是否应要求软件制造商以及从事类似软件开发

的厂商承担看门人积极义务。法院最终选择了较温和的监管路径，以避免强加积极义务可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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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成本，尤其是施加给无辜第三方的摩擦性负担。
①

相比之下，欧盟 《数字市场法》为“看门

人”设置了事前（ex ante）的义务体系，与早期看门人义务的理论构想在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的

侧重上形成了显著差异：从第5条与第6条所规定的义务数量看，数字市场看门人的积极义务数

量占比更高。但相较于欧盟传统的竞争执法依据即《欧盟运行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条与第102条，《数字市场法》所采用的事前监管模式使得看门人消极

义务在实践效果上仍占主导。
②

当前，成熟的看门人义务结构既吸收了反垄断的实践经验，又

通过事前监管弥补了传统事后追责模式的不足，其最终目标是恢复市场的可竞争性与公平性，

核心在于内部积极义务的履行。依此法理，数据交易所作为数据要素市场看门人应主动履行相

应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看门人制度并未将义务结构直接匹配职责（duty）与监管（regulation）的逻辑

框架。事实上，义务与责任、职责与监管这两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中容易产生混

淆。在民法理论中，义务与责任的关系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呈现基本观点的分野。其中，罗马

法并未对其进行区分，而支持区分义务与责任的学说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义务说、制裁说、后果

说。例如，法律责任后果说认为，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而民事义务则

体现具体的作为和不作为。
③

相比之下，职责与监管的区分较为清晰，而义务与责任如何与之

关联仍需进一步探讨。就看门人制度而言，其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同职责与监管高度关联。

通常，积极义务对应监管所要求的主动职责，而消极义务则更多体现为监管所允许的被动职

责。二者的区别在于，职责指向看门人内部应承担的义务，例如网络平台治理中的通知删除规

则；
④

而监管侧重于外部施加的法律，表现为法律明确要求或禁止的行为。因此，看门人义务结

构对数据交易所职责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

（三）数据交易所积极义务的应然阐释

数据交易所可借鉴看门人义务结构进行制度完善。传统交易所制度以消极义务为主，数据

交易所的制度建构更应充分发挥内部积极义务的重要作用。《证券法》对于证券交易所的制度

安排，核心在于禁止违规行为，通过大量禁止性条款构建消极义务以维护市场秩序。因此，证

券交易所在此类制度框架下的核心角色是规则执行者，而非主动服务提供者。然而，数据交易

所的制度设计突破了传统以消极义务为主的框架，转而通过法定或约定的积极义务，推动构建

可信的数据流通交易制度。
⑤

在法规层面，《数据安全法》第四章明确了数据处理者、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运营者、数据交易中介服务提供者等主体应履行相应义务，而非仅限于禁止其违规行

为。此外，《数据二十条》以及各地出台的数据条例，亦对数据交易所义务的建构加以明确。在

实践层面，上海数据交易所、
⑥

深圳数据交易所、
⑦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
⑧

等各地方数据交易

平台已明确其各自需承担的具体作为义务。因此，既有实践已充分表明，数据交易所的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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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Jonathan Zittrain, A History of Online Gatekeeping,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2006, Vol. 19, Issue 2, p. 277.

 ②Viktoria H.S.E. Robertson,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and the EU Antitrust Rules,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2024, Vol. 12, Issue 2, p. 327.

 ③魏振瀛：《〈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

 ④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⑤高富平：《可信数据流通制度论——治理范式经济秩序的形成》，《交大法学》2024年第5期。

 ⑥参见《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⑦陆晓丽、陈凯：《数据要素市场分析与深圳数据交易所建设研究》，载袁义才、陈凯主编：《深圳智慧城市建设报告 （202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92页。

 ⑧参见《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数据交易规则（试行）》。



构基于法定积极义务和实践主动作为，能够构建可信、安全、高效的交易生态。

理论上，交易所作为“看门人”的义务结构侧重于积极义务还是消极义务，取决于其二阶规

则。传统资本市场交易所的义务体系源于其作为自律组织的定位，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市场秩

序、防范金融风险，故其义务体系以消极义务为核心，以积极义务为辅助。然而，数据交易所兼

具营利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与证券交易所作为纯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位存在显著差异。数据

交易所不仅开展核心的撮合业务，还具备提供数据产品、服务集群以及培育、扩大及统一市场

等附加功能。因此，数据交易所制度设计更需依赖积极义务的统筹与引导，而非仅以禁止性行

为规定进行约束。对此，欧盟《数字市场法》并未随意设定看门人义务结构，而是审慎平衡多元

企业经营自由与其他主体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欧盟法域认为，“看门人”开展商业活动的自

由，实际上是对欧盟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制约，同时也对成员国在实施欧盟法律时的行为形成规

范和约束。当此类自由与其他权利和利益发生冲突或矛盾时，必须通过平衡机制加以解决，并

要求符合比例原则。
①

因此，重视积极义务而非仅依赖消极义务，也是主动解决利益冲突、实现

多元平衡的治理路径。

具体而言，《数字市场法》看门人义务结构的制度构建具有清晰的逻辑层次。首先，第3条确

立了“看门人”的认定标准，其中，实体条件要求同时满足“对内部市场具有重大影响”“提供的

核心平台服务是商业用户接触终端用户的重要门户”“其地位已经稳固且持久或可预见地将在

近期形成这种稳固持久地位”，此外还辅以数量门槛的推定机制与欧盟委员会的指定程序。其

次，第5条至第7条共同构成了“看门人”的行为义务体系，既包含开放、互操作、数据访问、可卸

载与可切换等积极义务，也包括禁止数据跨用、禁止自我优待、禁止强制搭售或绑定、禁止限

制站外交易与投诉救济等消极义务。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条款还具有双重属性。最后，除上述

核心义务外，《数字市场法》还规定了第11条报告义务、第13条反规避义务以及第14条报告企业

合并情况的义务等。落实到数据交易所层面，构建核心积极义务需要服务于培育、扩大及统一

市场的制度目标，促进入场交易；与此同时，消极义务也有其必要性，在制度构建中可作为外

部约束保障数据交易所对积极义务的履行。

四、  数据交易所内部积极义务的建构

数据交易所的看门人义务结构应以积极义务为主，以实现对交易行为的引导功能。为此，

需构建起分层递进的义务结构。在数据交易所的核心业务中，首先应是基于中介交易模式的撮

合职能；其次是服务于市场培育、扩张及统一的供给职能；最后，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职能因

其可归入监管体系，属于外部对数据交易所的约束，也是公权力赋予数据交易所一定监管职权

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种职能面向均可通过命令性与禁止性义务的形式呈现，但积极

与消极义务的实质差异可依据对内义务（duty of）与外部监管约束（regulation on）加以区分。

（一）面向市场效益的可竞争义务

现有的数据交易制度与地方规则总体上为数据交易安全投入了较多规范资源，但对交易

效益维度则关注不足。为弥补这一结构性失衡，有必要构建数据交易所面向市场效益的可竞争

义务，聚焦数据交易所作为中介的撮合交易职能与信义义务，进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市

场培育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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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公平服务为核心的撮合交易义务

数据交易所本质上是数据中介，《民法典》第961条将中介合同定义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

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故数据交易所的制度重心应落在媒介服务的交易撮合义务

上。在当前“所商分离”的架构下，数据交易所的撮合义务聚焦谁能进场、如何进场以及如何参

与交易的问题。对此，欧盟《数据治理法》结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对数据中介提出要求，旨在实现“信任构建”与“公平共享”，这为数据交易所履行撮

合交易的义务提供了核心准则。

（1）无歧视的鼓励进场

欧盟《数据治理法》第12条（f）明确要求，中介服务的接入程序应当对数据主体、数据持有

者、数据使用者公平、透明、无歧视。欧盟委员会的官方说明进一步指出，商业条款与定价不得

以是否同时使用该中介的其他服务为条件实施歧视行为。这将无歧视与商业中立确立为数据

中介必须恪守的规范准则。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歧视的对象作进一步区分：其一是针对主体

的歧视，即对参与入场交易的市场主体差别对待；其二是针对客体的歧视，即对交易标的数据

类型、用途或交易条件的差别化安排。

对此，数据交易所应降低主体进入门槛以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入场交易，不得对主体实施歧

视，但可设置相应的资质与合规要求以筛选可交易的数据标的。例如，一些数据交易所明确了

鼓励和引导入场交易的数据产品类别，但条目多为功能性或主体来源的概括性描述，缺乏可操

作的具体资质标准，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为弥补上述短板，增强规则的可执行性，数据交易所

应基于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完善交易标的“黑名单”“白名单”“灰名单”，其中，禁止交易与

强制入场交易的标的主要由法律、法规规定，数据交易所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最关键的

是，鼓励进场交易是数据交易所撮合交易的核心目标，因此各交易所应为此提供充分的服务支

撑。综合地方既有规则脉络，鼓励进场的标的类型可概括为三种：一是数据商开发的高质量数

据产品；
①

二是能够打通产业链与公共服务链，并具备跨区域、跨行业、跨系统流通价值的数据

产品；
②

三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形成的数据产品。
③

由此可见，数据交易

所虽可对交易客体进行规则化筛选，但此类规则的功能重心仍应落在鼓励合格标的入场交易

上，服务于撮合与市场培育目标。

（2）信任构建的信义义务

欧盟《数据治理法》第12条（m）要求数据中介“以数据主体最佳利益行事”，构成数据交易

所的信义义务。事实上，数据交易所面临双重市场压力，一方面需与场外同业竞争者即数据商

竞争撮合交易业务，另一方面需防范数据交易双方在中介撮合环节“跳单”。因此，数据交易所

中介服务与直接交易之间客观上存在替代关系。基于此，数据交易所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两

类，即参与中介交易的直接交易者以及提供中介交易服务的数据商。进而，信义义务必须明确

数据交易所服务的对象，否则数据交易所在与数据商竞争时易实施歧视行为。

具体而言，可参照欧盟《数字市场法》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不得限制场内数据商在其他渠

道以不同价格或条件销售”的看门人义务。尽管该义务以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呈现，但落实“反限

制”仍需以明确相应的积极义务为基础。例如，该法第5条第4款要求允许商业用户免费对外沟

通、推广并与用户达成站外交易，是最典型的反转向（anti-steering）规则。欧盟委员会在苹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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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关于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 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意见》（国数政策〔2026〕6号）。

 ②参见《河北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甘肃省数据条例》第29条。

 ③例如《河北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



乐流媒体的反垄断案件中，亦将反转向义务细化为开发者应免费告知用户替代购买方式、引导

至替代渠道并允许完成购买。
①

此外，该法第5条第5款允许终端用户在应用内使用站外购买的

内容或权益，以回应站外成交后能否回到场内使用的问题，实质涉及数据交易所在交易双方

“跳单”后是否具备惩罚职权。数据交易所对上述积极义务建构方式的吸纳，体现出立法对进场

交易撮合的宽容态度。

2. 服务于市场培育、扩张及统一的登记义务

数据产权登记是数据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据交易所制度建构的又一细分领

域。
②

从看门人义务视角出发，登记规则的构建应立足于交易成本理论，着力提升场内数据交

易的合规优势。
③

实际上，广义的登记制度是数据交易所除撮合交易业务外的一项重要业务，

与撮合交易的本质区别在于数据交易所介入交易的程度不同。登记规则具体涉及数据交易所

提供的信息披露、数据来源审查、质量评估等，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其背后机制

是为场内的中介交易提供更强的信任背书，从而降低交易撮合成本。

对此，数据交易所应积极为场内交易提供主体登记与标的审核，并据此形成清晰、可追溯

的核心流程体系。地方实践中，交易双方在主体登记环节均需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登记，标的

审核则基于数据提供方提交的标的样例、数据来源证明、合法合规证明文件等材料，
④

由数据

交易所对标的来源合法性、质量合规性、个人信息授权情况进行审查，
⑤

审核通过后出具标的

登记凭证，形成“一主体一登记”“一标的一登记”
⑥

。同时，在交易记录留存环节，数据交易所应

对登记、磋商、合同、结算、交付等全流程资料进行留存，且确定明确的保存期限。
⑦

需要指出的是，数据交易所通过登记、审核、全流程留痕等安排所实现的风险化解，并不等

同于对风险的责任转移。通过前置性程序与可追溯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压缩违规空间并提升

纠纷可归因性，数据交易所为交易双方提供可信赖的安全预期，但并非替代交易主体承担其数

据来源核验、授权、合规义务。正因如此，看门人义务通过增加数据中介这一交易环节来提升

交易市场的安全性，相较于单纯的行业自律式监管具有更强的制度优势。

（二）面向安全的基础设施风控义务

鉴于数据交易标的的特殊性，数据交易所应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对数据交易安全性的要求。

作为数据交易市场的基础设施，数据交易所需为从进场环节到交易达成后的全过程提供安全

保障，并结合最新技术加以实现。

1. 针对数据的安全性审查

对进场数据的安全性审查需要从源头把控数据质量与安全风险，维护好场内交易的数据

安全与流动。
⑧

当前，各地对进场数据的既有规定并未统一。例如，上海数据交易所规定其承担

形式审核义务而实质性审核责任由其他服务商承担，
⑨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也仅将其实质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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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张素华：《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的体系化构建》，《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4期。

 ③乔夫、王庆德：《加快我国数据交易所生态系统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发展路径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5期。

 ④参见《湖北省数据流通交易暂行办法》第24条。

 ⑤参见《山东省数据交易规范指引（试行）》第11条。

 ⑥参见《河北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23条。

 ⑦例如，《湖北省数据流通交易暂行办法》第34条与《内蒙古自治区数据流通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内政数字〔2024〕225号）

第30条规定的是不少于20年。

 ⑧史宇航：《个人数据交易的法律规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5期。

 ⑨参见《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产品挂牌规范（试行）》第6条。



查限定在数据产品处理方面。
①

对此，数据交易所可基于安全性的制度要求，建立一套管控程

序流程，以回应数据交易的高风险性。

具体而言，为前置化、程序化地控制数据交易的高风险性，数据交易所的安全性审查应承

担数据分类分级、隐私保护、风险防控等基础责任。数据交易所应对交易标的来源与权利基

础、分级分类适配、质量合规与安全控制措施等进行核验，并将审查结论与风险提示固化为交

易前置条件。同时，为避免审查止于“进场”而失效，数据交易所还应配置贯穿交易全链条的安

全事件处置机制与应急预案，并设置可执行的事件报告与通知安排。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在《删除法案》（Delete Act）框架下由州隐私保护机构上线政府平台“DROP”（Delete Request and
Opt-out Platform），允许居民通过统一入口向已登记的数据经纪商提出删除请求，以强化个人对

其数据的控制，并降低数据被持续交易带来的外溢风险。
②

由此可见，引入并强化数据交易所

的实质性审查并非“替代”交易主体责任，而是通过制度化增信与全流程治理，降低交易不确定

性并提升可交易性，从而为合规数据的进场交易提供必要的安全基础。

2. 进场交易全过程的保密

在《数据二十条》框架下，作为场内交易的组织者与管理方，数据交易所按层级可分为国家

级、区域性、行业性三类。这些数据交易所均负有以“不得披露、不得泄露、不得擅自使用”为核

心的保密义务，并恪守基础性的保存期限与保密范围等要求。

（1）保密义务的期限延长

由于现行法尚未就数据交易合同设置特别的附随义务规则，数据交易所的中介活动原则

上应适用《民法典》第509条所规定的一般性合同履行规则及其中的保密义务。
③

然而，数据中

介的保密义务应覆盖全部交易环节与节点，而非仅限于中介交易结束后，否则交易委托方将被

迫面临多次泄露的风险与损害。因此，考虑到数据的持续性交易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后合同义

务亦有必要适度扩张。尤其鉴于数据标的价值的脆弱性，中介人的保密义务应当向交易前端与

后端延伸。

具体而言，在存储规则方面，数据中介的保密义务应具备持续动态属性，而非仅作阶段性

履行。数据中介在提供中介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各类数据，无论处于交易磋商、履约还是后续阶

段，均面临因泄露、滥用或不当留存而导致数据价值减损的风险。因此，应明确相关数据的存

储规则，设定合理且可预见的保存期限，避免数据被不必要地长期留存。另外，在删除规则方

面，应确立数据中介于交易关系终止后对原始数据的法定删除义务。该义务的正当性在于，数

据中介的合法收益应源自其提供的专业中介服务本身，而非对数据资源的持续控制。若允许数

据中介在交易结束后继续持有数据，将实质上赋予其数据资源控制权，进而对数据主体权益产

生潜在侵害。因此，删除义务既是对数据安全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中介行为边界的有效规范。

（2）保密内容的范围扩大

在保密内容层面，数据中介的附随保密义务应以“交易信息—获悉信息—过程记录”三类

信息为对象，确保保密范围覆盖交易全流程而非仅限标的本身。一方面，交易过程中形成或提

交的非公开材料应纳入保护范围，包括主体身份信息、标的样例、交易磋商记录、合同文本、结

算凭证，以及登记、撮合、交易、结算、交付等全流程记录。
④

另一方面，中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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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合规性审查指南》第9、10条。

 ②Nick Robins-Early, New Tool Allows Californians to Request Data Brokers to Delete Personal Details, at https://www.theguardian.

com/technology/2026/jan/05/california-tool-delete-personal-information, 2026年2月23日访问。

 ③周江洪：《典型合同原理》，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597页。

 ④参见《河北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20、23、26、29、31条。



获悉的非公开信息亦应受保护，包括禁止交易的数据、非本交易所涉的数据产品细节及其授权

范围等。
①

此类信息往往涉及主体的商业利益与用户权益，若泄露或不当披露，可能引发信任

侵害、竞争失序、数据滥用等风险。基于此，美国消费者信息保护的立法对我国既有规则优化

具有借鉴价值。《数据经纪商问责制和透明度法案》（Data Broker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 of 2020）要求数据经纪人对消费者数据承担保密与目的限制义务，并明确禁止在设置“选择

退出”机制时泄露消费者的退出意愿。该立法表明，交易信息本身亦可能具有独立价值与竞争

敏感性。我国现行规则对个人信息与商业秘密已形成基础保护，
②

但针对“数据交易信息”的独

立保密义务规制尚不充分，因而有必要在数据交易所规则体系中明确将其纳入保密范围。

3. 履行技术安全保障义务

数据交易面对泄露、篡改、滥用、未授权访问等系统性风险，仅靠合同保密条款或事后救济

难以形成可验证的安全预期。因此，作为“看门人”的数据交易所，必须通过可追溯、可约束的

技术治理来构建制度性信任。对此，《网络安全法》第23条、《数据安全法》第33条、《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56条提供了交易留存的法律依据，确保安全事件发生时，能回溯数据处理的全过程，

定位风险源头。此外，《网络安全法》第29条也要求加强风险监测，及时化解风险并处置安全事

件，及时告知用户并上报有关部门。这表明，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是构建数据中介服务交易秩

序与可信生态的基础条件。

具体而言，数据交易所宜构建分层递进的技术安全保障义务体系，并与分类分级制度相衔

接。第一，分类分级与元数据标记。通过数据资产登记与元数据管理，对数据等级、用途、授权

边界进行结构化固化。例如，上海数据交易所上线的数据资产卡片系统，以“自主管理、链上共

证”为理念，推动数据资产全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价值化管理。
③

第二，隐私与合规保护技

术。对高敏数据优先适用去标识化处理，并依托联邦学习、差分隐私等技术实现隐私计算。例

如，新加坡“Trusted Data”框架围绕数据共享策略、法律监管规则、技术与组织方案以及数据共

享操作要件，形成了数据共享协议、透明度与问责制、保留与处置规则，以及包含公平与伦理

的信托原则附录，
④

构建“框架+模板+隐私法”的数据交易模式。
⑤

第三，可控、可追溯的安全保

障机制。
⑥

例如，欧盟《数据治理法》第12条要求数据中介一方面留存活动日志以确保交易活动

可追溯，另一方面确保竞争敏感信息的存储与传输适用最高安全等级。这为我国可信数据空间

生态建设提供了当前阶段可参照的技术面向与功能调试。

五、  数据交易所积极义务的外部约束

数据交易所的规则建构需形成内外协同的双层义务结构。内部义务与外部监管的核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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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长春市数据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长府规〔2023〕2号）第15条、《福建省数据流通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

 ②参见《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数据交易规则（试行）》第4条、《重庆市数据条例》第7条、《湖南省数据条例》第

26条等。

 ③参见上海金融门户网站：《上海数交所上线数据资产卡片系统》，2025年4月1日，https://jrj.sh.gov.cn/QT186/20 250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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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imda/files/programme/ai-data-innovation/trusted-data-sharing-framework.pdf, 2026年2月23日访问。

 ⑤PDPC, Data Protection Obligations, at https://www.pdpc.gov.sg/overview-of-pdpa/the-legislation/personal-data-protection-

act/data-protection-obligations, 2026年2月23日访问。

 ⑥参见包晓丽：《可信数据空间：技术与制度二元共治》，《浙江学刊》2024年第1期。



异在于：内部积极义务构成规制的实体核心，强调数据交易所作为“看门人”对场内数据要素市

场生态的自我约束与结构性优化；外部监管是内部义务的程序性保障与底线性约束，体现为公

权力对“看门人”资格的认定、持续监督以及在规则失灵时的兜底性救济。外部监管以确保内部

义务落地为旨归，能有效避免公权力对数据交易市场动态运行的过度干预。

（一）面向义务落实的分类分级监管

数据交易所的外部约束应优先服务于内部积极义务的落实，为此数据交易所需结合其作

为“看门人”的市场定位，开展定期评估与监测。对此，看门人资格认定应与数据交易所交易标

的管理相衔接，同时与事后追责机制中的责任承担规则相协调。

1. 看门人资格认定与分类分级监管

首先，看门人资格的定性判断应围绕“瓶颈地位”展开，即根据数据交易所的交易规模、市

场份额或市场影响力是否达到显著程度来认定。当前，数据交易所被视为数据供需双方接入市

场的关键节点，
①

表明其瓶颈地位往往与对关键数据客体的掌控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与《数据

安全法》第21条确立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关于敏感个人信

息的特别规则相契合，数据交易所必须将上述要求纳入交易规则，并据此对数据来源的合法

性、权利基础、隐私合规性进行实质核验。另一方面，数据交易所的市场地位还应具备持续稳

定性与一定的市场壁垒，避免将短期规模波动误判为结构性瓶颈。这亦与当前对数据交易所

“严控数量，适时开展整合优化”的制度导向相衔接。

其次，鉴于数据交易场所体系内部的差异化，看门人资格应在定性判断基础上，辅以规模

效应等定量门槛加以验证。在全国一体化数据交易场所体系“1+N+X”的布局下，国家级数据交

易所依托政策试点与技术优势，能实现全国性的要素集聚与规则外溢，具有更强的规模效应。

例如，深圳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头部交易所的交易额远超

其他地方数据交易所。
②

而区域级、行业级数据交易所则聚焦特定范围的数据资源，禀赋效应

远低于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其中，行业级数据交易所侧重于数据定制化服务，填补国家级、区

域级数据交易所在满足垂直场景数据交易需求上的空白。诚然，区域级、行业级数据交易所难

以成为全国性市场的“看门人”，但数据要素交易很少受地理因素的限制，交易行为更多体现为

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故也可能形成“瓶颈地位”。因此，对特定交易所课以看门人义务，应以

其在对应市场中的规模效应与不可替代性为前提。当然，该前提成立的基础在于，数据交易所

坚持市场私主体的定位，与场外数据商公平竞争，避免利用场内管理职权固化不合理的竞争

优势。

最后，看门人资格的定性与定量判断标准应配套动态的事后调整机制，与交易标的即数据

的分类分级管理保持联动。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作为《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核

心制度，强调依据数据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实施差异化保护。数据交易所的数据入场审核、全过

程保密义务、技术安全保障义务，均以分类分级为规则触发条件。由此，当分类分级规则被嵌

入交易规则后，数据交易所可针对不同数据与不同交易主体设置差异化准入标准、条款或技术

控制手段，也更容易引发不公平竞争与差别待遇的风险。因此，应结合分类分级规则与市场结

构的变化，动态评估并调整数据交易所的看门人资格及其公共职能授权边界，确保差异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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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公平竞争之间形成可校准的制度平衡。

2. 明确看门人责任承担规则

数据交易所制度需明确责任承担机制，这也是看门人理论自提出以来持续讨论的核心问

题。哈姆达尼对看门人理论的核心贡献之一，是提出看门人责任的权衡框架，以平衡阻止不当

行 为 与 避 免 干 扰 合 法 市 场 活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 据 此 ， 他 将 看 门 人 责 任 分 为 严 格 责 任 （Strict

Liability）与过失责任（Negligence-Based Liability），以便外部公权力在不同场景下选择更优的责

任标准。当“看门人”能精准识别场内风险或完全消除不当行为时，公权力无需掌握适用过失责

任所需的“合理注意”标准信息，可直接督促“看门人”采取最优监控措施。而当公权力能明确

“合理注意”标准且信息充分时，过失责任更为适宜。此时，“看门人”仅需履行“合理注意”义务，

无需对所有场内不当行为承担责任，于“看门人”而言成本更低且避免过度干扰市场。因此，以

“合理注意”的过失责任为一般原则，以公权力监管为注意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机制，以严格责任

作 为 例 外 补 强 ，
①

能 够 实 现 对 “看 门 人 ”的 有 限 责 任 设 置 。 这 一 框 架 与 欧 盟 《 数 字 服 务 法 案 》

（Digital Services Act）针对核心中介服务提供者设立的附条件责任豁免制度具有相似性。相较

于发展成熟的证券市场，数据市场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因而，与证券发行中介的“进门人”

（发行人，即交易方）与“出证人”（中介机构，即场外第三方服务机构）
②

相比，数据交易所违规

运营所引发的负面市场效果更为严重。对此，立法需明确责任承担规则，以激励作为“看门人”

的经营者充分发挥其职能。

鉴于此，数据中介法律义务框架应当明确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数据交易所的违约责任与

侵权责任界定，需以介入程度与义务层次的匹配为核心。针对仅提供交易信息、撮合缔约的低

介入场景，即早期中介合同所规范的媒介服务，数据交易所应承担如实报告、禁止欺诈等消极

义务。对于涉及数据来源、权属、合规等实质审核场景，以及利用算法进行撮合的运营模式，数

据交易所应履行包括数据实质把关、算法透明度披露在内的积极义务。此外，除核心的撮合服

务外，对于综合开展合规咨询、质量评估、数据信托等其他业务的数据交易所，应积极要求其

履行建立风险隔离机制、保障交易公平等积极义务，并实施更强的外部规制约束。

（二）面向统一大市场的竞争性监管

我国各地方数据交易所的既有规则对数据交易安全风险的监管回应相对充分，而竞争导

向型制度供给则相对不足。数据交易场所体系建构的终极目标在于推动数据要素交易“向场内

迁移”，并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将公平竞争规则提升至与交易安全并列的制度地

位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这一目标，外部监管需校准数据交易所的内部职权，防止其看门人地

位发生公共性异化。

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数据交易的治理重心应逐步转向公平竞争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地方层

面的数据流通交易规则虽有体现竞争法原则
③

的表述，但市场秩序维护与合规监管仍主要依

托以“公开”为核心的安全保障规则，而非以“公平”为导向的竞争性规则。例如，数据交易所通

过审核数据来源与交易身份以留存记录，通过监督交易结算与交付以保障资金安全，核心目的

在于构建安全可控、可追溯的交易环境。然而，市场培育与扩大的过程本质上是竞争逐步展开

的过程，故公平交易风险治理亦应被纳入核心治理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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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邢会强：《证券中介机构法律责任配置》，《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③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数据流通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



另一方面，当前数据交易所频繁发布交易规则类文件，且不少是与政府部门联合出台，使

得数据交易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视为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制度载体。
①

由此，需重点防范数

据产品交易规则、会员准入标准、收费办法、数据定价指引等具有竞争影响的文件中涉及竞争

秩序的内容引发反竞争风险。在比较法上，韩国《数据产业与数据利用促进框架法》通过要求

主管机关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禁止利用地位强加不公平合同或攫取不当利益，并结合标准合同

制定与使用情况检查，实现对公平竞争的间接保障。
②

与此呼应，我国已由国家数据局与市场

监管部门联合发布数据流通交易合同示范文本。
③

需要注意的是，区别于欧盟明文规定禁止歧

视的条款，韩国现有规定侧重于竞争的间接保障，因而更适合作为外部规制约束，间接督促数

据交易所履行维护竞争的义务。据此，我国数据交易所更需构建面向统一大市场的竞争性监管

体系，对数据交易所内部积极义务结构施加外部可竞争性约束，在不削弱安全治理效能的前提

下，确保数据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平、开放、有序流通。

六、  总　结

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颁布，明

确“十五五”时期要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2026年

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首要任务，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加快推进数

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成为当前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共同深耕的关键议题。数据交易所兼具经

营者的私主体属性与公共性的社会功能面向，肩负整治黑市交易、数据寡头垄断等市场问题，

以及化解数据权属不清、安全保障不足等安全问题的使命，因此亟须丰富理论支撑与制度供

给。鉴于数据交易所在市场中的定位与看门人理论相适配，应当对其构建内部义务、外部规制

并行的双重义务体系，并通过动态调整评估进行监管，保障当前“所商分离”阶段性制度安排的

平稳运行。同时，通过逐步完善制度价值集群、动态调整制度重心，数据交易场所体系的构建

应 依 托 统 一 规 则 、 互 联 互 通 、 竞 争 中 立 的 制 度 安 排 ， 最 终 实 现 服 务 全 国 统 一 大 市 场 建 设 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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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例如，湖北省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作为实施机构，通过整体授权模式统筹运营；参见武汉市数据局网站：《省数据局解读〈湖

北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办法（试行）〉》，2025年10月28日，https://home.wuhan.gov.cn/zcfg/202 510/t20251028_2667871.

shtml，2026年2月23日访问。福建省数据管理局直接制定并发布管理办法，构建从登记、供给到定价的全流程政策体系，参见《福

建省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办法（试行）》（闽数据〔2025〕15号）。贵州省的地方性法规明确，公共数据的流通交易应当通过依

法设立的数据交易场所进行等；参见毕节市人民政府网站：《〈贵州省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解读》，2024年10月10日，https://bijie.gov.cn/

bm/bjsdsjfzglj/zwgk/zcwjjjd/202410/t20241010_85919702.html，2026年2月23日访问。

 ②例如，在第17条“对公平分配环境的建立义务”中，第2款明确，不得利用职位强加不公平合同或获取不公平利益，如无合

理理由要求单方面转让与数据相关的知识产权；第4款要求，韩国科学与信息通信技术部分析与评估数据市场现状、参与数据交

易相关咨询机构的组成和运作、检查数据交易标准合同的使用情况等，以营造数据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第21条提出，韩国科学

与信息通信技术部与公平交易委员会协商制定标准合同，以合理分配和公平交易数据，并建议数据企业使用。

 ③国家数据局综合司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在2025年7月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数据流通交易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制定并

发放《数据提供合同（示范文本）》《数据委托处理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数据融合开发合同（示范文本）》《数据中介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参见《国家数据局综合司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数据流通交易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国数综政策〔2025〕

78号）。



The Dual Nature of Data Excha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Hou Liyang,  Shi Wenyu
( Koguan School of Law,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0, China )

Summary: Data exchanges in China are positioned as corporate market entities and should

therefor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etition in the data circulation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owever,  data  exchanges  face  a  tension  between  their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data

exchanges has largely drawn on the model of stock exchanges. Yet data trading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securities  trading  in  terms  of  basic  business  operations,  trading  objects,  and  authority

structures,  giving  rise  to  concerns  that  on-exchange  regulatory  powers  may  improperly  expand

into off-exchange transactions. In response, the regulatory paradigm for data exchanges should shift

from  a  single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toward  a  more  institutionalized  paradigm  of  market

regulation.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stock exchange

system  as  a  reference  model  and  introduce  the  gatekeeper  theory  into  China’s  data  exchange

market.  The  rule-making  framework  of  data  exchanges  should  establish  an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coordinated dual  structure of “positive-negative” obligations,  with positive obligations

as  the  core.  This  structure  should  guide  trading  conduct,  enhance  market  efficiency  under  fair

competition, and promote the safe and orderly cultivation, expan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data

market. The key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l positive obligations and external negative obligations

lies in their respective regulatory functions. Internal positive obligations constitute the substantive

core of regulation, emphasizing the self-restraint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data exchanges as

gatekeepers  of  the  on-exchange  data  factor  market  ecosystem.  External  regulation,  by  contrast,

serves  as  a  procedural  guarantee  and  baseline  constraint  for  internal  obligations,  reflected  in  the

public  authority’s  recognition  of  gatekeeper  qualifications,  continuous  supervision,  and  residual

remedies when rules fail. External regulation should aim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obligations,  thereby avoiding excessive public intervention in the dynamic operation of  the data

trading  market.  Accordingly,  negative  obligations  should  function  as  a  constraint  mechanism for

external regulation,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ligation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ystem’s ultimat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ual-layer obligation structure, data

exchanges  can  effectively  foster  data  circulation  service  institutions,  accelerate  the  marketiz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data factors, and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Key words: data trading; data factor market; data exchanges; gatekeepers; intermediary

governance

（责任编辑：胡　婧）

13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6年第4期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数据交易所的基本属性与制度掣肘
	一 基本业务凸显私主体特性
	二 交易客体更需公共性保障
	三 双重属性引发职权扩张担忧

	三 监管范式的转向与看门人理论引入
	一 “看门人”对数据交易所的适配性
	二 “看门人”的积极与消极义务之区分
	三 数据交易所积极义务的应然阐释

	四 数据交易所内部积极义务的建构
	一 面向市场效益的可竞争义务
	1 以公平服务为核心的撮合交易义务
	2 服务于市场培育、扩张及统一的登记义务

	二 面向安全的基础设施风控义务
	1 针对数据的安全性审查
	2 进场交易全过程的保密
	3 履行技术安全保障义务


	五 数据交易所积极义务的外部约束
	一 面向义务落实的分类分级监管
	1 看门人资格认定与分类分级监管
	2 明确看门人责任承担规则

	二 面向统一大市场的竞争性监管

	六 总　结

